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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嫩江流域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重要分布区域，以其丰富的水资源和渔业资源为

特征，是研究史前人类活动与水文环境相互关系的理想区域。本研究以嫩江流域月亮泡为例，通过

计算全新世以来的水文环境演变与渔业资源变迁，结合区域史前考古记录，深入探讨自然资源对史

前人群生存策略与聚落演化的影响机制。本文旨在探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史前社会如何应对水文环

境波动以调整其人地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 13~7 cal ka BP（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期间，水文

条件与渔业资源持续增长，最大鱼产力达到 1928.55 t/年，最低可支撑人口容量达 9180 人，足以满

足当时人类生存所需的蛋白质需求。充足而稳定的水资源与渔业资源，促进了该时期聚落发展和定

居模式的形成；（2）约 6.0-5.0 cal ka BP（新石器时代晚期）期间，可能受不稳定的气候波动和水患

影响，该地区聚落整体衰落。然而，此时人均资源量可能相对增多，促使个体生活条件相对宽裕，渔

业资源利用更为充分；（3）约 5.0 cal ka BP 之后，水资源量减少，鱼产力降至 1198.53 t/年，最低可

支撑人口容量减至 5705 人，至青铜时代中期，月亮泡水域渔业资源无法充分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规

模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为此，人们逐步增加家畜饲养以获取更稳定蛋白质，以维持社会发展；（4）

水文变化还推动了聚落空间格局的演变，新石器时代聚落更临近水体，而晚期聚落则向高地迁移，

反映了对洪涝灾害的主动规避。本文首次通过定量重建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变化，揭示了水文条件

与人类生存、聚落选址以及生业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为进一步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提供了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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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njiang River Basin, a key distribution area of prehistoric cultural sites in Northeast China, 

possesses rich water and fishery resources, making it an ideal region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rehistoric human activities and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Taking Lake Yuejiapao in this basin as a cas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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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quantitatively reconstructs Holocene hydrological evolution and fishery resource changes. By 

integrating regional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records, 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d prehistoric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settlement evolution. The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how prehistoric societies, primarily reliant on fishing and hunting, adapted their human -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in response to hydrological fluctua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uring 13–7 

cal ka BP (Early to Middle Neolithic),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fishery resource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with maximum fish productivity reaching 1928.55 t/year, capable of supporting a maximum population of 

9180 people and sufficiently meeting the protein needs of contemporary human groups. Abundant and stable 

water and fishery resources promoted settlement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edentary lifestyle 

during this period; (2) Around 5.5 cal ka BP (Late Neolithic), possibly influenced by unstable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flooding, settlements in the region generally declined. However, per capita resources may 

have increased relatively, resulting in comparatively favorable living conditions and more thoroug h 

utiliz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3) After about 5.0 cal ka BP, water resources diminished, and fish 

productivity declined to 1198.53 t/year, supporting a minimum population of only 5705 people. By the 

Middle Bronze Age, fishery resources in Lake Yuejiapao could no longer fully satisfy the substantial demand 

from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Consequently, people gradually increased livestock rearing to obtain 

more stable protein sources and sustain social development; (4) Hydrological changes also drove  the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spatial patterns. Neolithic settlements were located closer to water bodies, whereas 

later settlements migrated to higher elevations, reflecting active adaptation to flood risk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fishery resource variation in 

the region, revealing close linkages between hydrology and human survival, settlement location, and 

subsistence patterns,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human-nature interactions. 

Keywords: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Fishery resources; Survival strategies; Holocene; Nenjiang River 

Basin 

 

水文条件在人类生存、聚落选址及生业模式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1-4]。稳定的水源维系着动植

物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水文波动则促使人类不断调整生存策略以适应环境。在此过程中，渔

业资源以其稳定、可预期的供给特性，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优质蛋白质，更为定居生活的出现与

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例如，青藏高原玛布错遗址的研究揭示，约 4400 cal BP 的早期定居

生活与稳定的水源及丰富的渔业资源密切相关，挑战了传统上将定居生活仅与农业传播关联的观念

[6]。在长江下游地区，全新世适宜期之后，逐渐形成的淡水湿地支持了水稻种植的开展，同时周围丰

富的渔业资源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补充，共同促进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文化的繁荣 [3]。这些研

究为理解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如何影响早期人类生存策略，并为理解史前人类如何在自然环境变化

中灵活适应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嫩江流域位于中国东北，水系发达，湖泊、河流和湿地众多，长期以来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

区域。该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完整，目前已初步构建了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文化编年

[7-8]。以后套木嘎一期遗存为代表的新发现，已将本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历史轴线向前推进

至距今 12900 年 [8]。在新石器时代，聚落密集分布于水源丰富的区域 [9]。出土的大量压制细石器、渔

猎工具以及鱼、蚌、野生动物等遗存，共同揭示了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模式 [9-12]。进入青铜时代，

社会形态发生显著变化。聚落向大型定居点演变，人类活动强度加剧。尽管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

但猪、马、牛和羊等家养动物，以及用于加工植物的磨盘和磨棒等工具的普遍出现，表明先民开始兼

营畜牧业和农业种植 [13-15]，生产方式已由攫取型经济向生产型经济转化。月亮泡作为嫩江与洮儿河

交汇处的关键区域，其周边密集分布着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的遗址 73 处 [9]，为观察区域史前文化

演替和生业模式调整提供了一个完整且连续的“微观样本”。 

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演替和生业策略的调整，是在全新世以来环境波动背景下发生的。古气候、

古环境研究显示，全新世早中期，气候逐渐转好，植被恢复[16]。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晚期的昂昂溪“渔

猎文化”的繁荣与该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高度相关。而约 5000 BP 之后气候的恶化与冷干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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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常被视为导致昂昂溪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 [17]。可见当前的研究已揭示气候变化与史前人类活动之

间的关系。然而，与先民生存策略息息相关的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其波动过程如何具体影响生存

策略，其内在机制仍有待阐明。这也限制了我们对区域人地关系动态调整的进一步认识。 

鉴于此，本文旨在定量重建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并探讨它们对史

前人类生存策略的影响。首先，基于现代观测数据，建立了水文条件与降水量间的定量关系，并对流

域内全新世以来的水文条件进行了模拟重建。其次，参照大水面增养殖容量计算方法，定量重建了

全新世以来的鱼产力，并估算了渔业资源可支撑的最低人口数量。最后，结合流域内的考古证据，深

入探讨新石器时代以来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对先民生存策略的影响。通过对嫩江流域水文条件、渔

业资源和考古遗址等数据的综合分析，本文将进一步加深学界对该区域先民生业模式、聚落选择以

及文化演进的认识，并为理解史前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新视角。  

1 研究区概况  

月亮泡（4539'18.36"N-4548'10.32"N，12346'26.6"E-1242'16.1"E）位于吉林省大安市东北部，

地处洮儿河下游，嫩江右岸（图 1）。湖体呈不规则形态，湖底平坦，底质为细沙和黑土。其地理成

因十分特殊，是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时期嫩江故道滞水所形成的洼地性湖泊。在现代水文条件下，

其主要补给水源为嫩江、洮儿河、地下水和雨水。现代观测数据显示，月亮泡的面积历年最小为 146.9 

km2，历年最大为 292.1 km2，常年平均水深 3~4 m，历年最深达 5 m，平均库容 4.87x10⁸ m3。湖泊水

质清澈透明，pH 值范围为 8.0~8.5，属弱碱性水体。湖中浮游生物资源丰富，鱼种繁多，为吉林省淡

水鱼主要产区。主要经济鱼类包括草鱼、鲢鱼、鳙鱼、鲫鱼等，渔业资源年均产能稳定，为区域人类

长期定居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当前月亮泡地区人口相对密集，据地方志与统计年鉴显示，

该区域自 1980 年代以来总人口维持在约 8.5 万至 10 万人，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导，兼具渔业的复

合型经济结构。 

 

 

图 1 月亮泡地理位置及文中引用的古气候记录点分布图。主图展示了月亮泡及其周边的水系与高程。左上角角图

显示研究区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图中数字分别代表本文用于对比的古气候记录点：1.呼伦湖；2.驼峰岭；3.月亮湖；4.

五大连池；5.大布苏；6.前六十四村；7.四海龙湾。（底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

（2020）4619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无修改）  

Fig 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Lake Yueliangpao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aleoclimate record sites cited in this study. The 

main map shows the water systems and elevation of Lake Yueliangpao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 numbers on the map 

represent the paleoclimate record sites used for comparison in this paper: 1. Lake Hulun; 2. Tuofengling; 3. Moon Lake; 4. 

Lake Wudalianchi; 5. Dabusu; 6. Qianliucun; 7. Sihailong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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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表明，月亮泡地区遗址密集分布，迄今已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清末民国时期的

遗址 73 处[18]。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的综合分析，已初步构建了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

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序列。具体的文化序列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的考古文化依次为：后套木

嘎一期文化（公元前 11000~前 9000 年）、双塔一期文化（公元前 9000~前 7000 年）、黄家围子文

化（公元前 6000~前 5000 年）、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公元前 4800~前 3500 年）、后套木嘎四期遗存

（公元前 3500~前 2900 年）、昂昂溪文化（公元前 2500~前 2000 年）。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依据年

代早晚顺序分别是小拉哈文化（公元前 2000~前 1300 年）、白金宝二期文化（公元前 1300~前 1000

年）、白金宝文化（公元前 1000~前 500 年）和汉书二期文化（公元前 500~公元元年）[9]。 

2 研究方法  

2.1 水文条件重建方法  

首先，收集了 1991-2020 年期间，该地区的年均降水量，年均水位、年均水域面积及年均水量数

据。其中，年均降水量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en），水文数据由月亮泡水库管

理局提供。本研究的古降水量数据来源于 CHELSA-TraCE21k v1.0 数据集 [19]。该数据提供了过去

21,000 年、每 100 年为间隔的全球 1 公里分辨率气候数据，包括温度和降水量。其边界条件主要由

全球气候模型（CCSM3-TraCE21k）及其动态重建的古地形（如 ICE6G 冰盖模型）决定。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月亮泡现已建坝为水库，其实测水位数据无法反映自然状态。因此，我们运用了 ArcScene

软件中的“Flood level simulation module”功能，模拟在自然条件下，不同水量对应的月亮泡的年均

水位和年均水域面积。这项模拟旨在建立水量、水位与水域面积三者间的自然响应关系，为古水文

重建提供基准模型，而非模拟单次洪水过程。 

其次，本研究采用一种带有物理约束的回归方法，建立了年均降水量与各水文要素（年均水位、

年均水域面积、年均水量）之间的定量转换函数。该方法在拟合前，首先根据湖泊的水文特征预设了

一个基准截距项，以更真实地反映降水对水文变化的驱动关系。最后，将该转换函数应用于 TraCE-

21k 数据集中的全新世古降水序列，重建了月亮泡自全新世以来的水文变化历史，包括其水位、水域

面积及水量的波动。  

2.2 鱼产力重建方法  

本文参照了《SC/T 1149-2020 大水面增养殖容量计算方法》来估算月亮泡的鱼产力 [20]，具体公

式如下： 

滤食性鱼类的鱼产力： V 10-6 

式中,F 为鱼产力（t）；m 为水生生物平均生物量（mg/L）；P/B 为饵料生物年生产量与年平均生物

量之比；a 为饵料利用率；E 为饵料系数；V 为水库表层 20 m 以上的容积（m3），当水库平均深度

≤20 m 时取其实际库容。  

底栖性鱼类的鱼产力： S 10-6 

式中, F 为鱼产力（t），m 为水生生物平均生物量（g/m2），P/B 为饵料生物年生产量与年平均生物

量之比，a 为饵料利用率，E 为饵料系数，S 为水库面积（m2）。  

式中的有关参数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取。其中浮游植物 P/B 按 50 计算，饵料系数取

80，可利用率取 40%；浮游动物 P/B 取 20，饵料系数取 10，可利用率取 30%；底栖生物的 P/B 取

3.5，饵料系数取 6，可利用率取 25%[20]。水生生物平均生物量由《吉林省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规划》

提供，目前该流域共有浮游植物 129 种，以硅藻门、绿藻门为主，年平均生物量为 4.46 mg/L；共有

浮游动物 65 种，年平均生物量为 3.05 mg/L；共有底栖动物 80 种，年平均生物量 54.61 mg/m2。腐

殖质、有机碎屑及细菌等所能提供的鱼产力约占浮游生物的 30%~50%，本调查报告按 40%计算。此

外，为检验估算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利用该模型估算了月亮泡当前的鱼产力，并与水库 2015-2023 年

的商品鱼产量数据进行对比。 

需要指出的是，该估算模型源于现代生态渔业管理，将其应用于史前研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首先，模型结构基于现代生态系统，未能动态模拟全新世以来关键生态变量（如各类生物种群、营养

盐等）的变化。其次，模型也无法还原史前社会的捕捞技术与渔业组织方式。因此，本文所估算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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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应理解为自然状态下潜在可供渔业资源的理论上限，其结果主要用于探讨不同水文背景下资源

的相对波动趋势，而非对史前渔获能力进行精确的定量重建。 

为进一步探讨史前渔业资源的社会承载力，我们将重建的鱼产力所序列转化为营养量，并据此

估算了 13 cal ka BP 以来渔业资源所能支撑的最低人口容量。 

鱼产力生产转化模型的公式如下[21]：NPQj=  

式中, NPQ 表示营养生产量（kcal/t），j=1,2,3 分别表示热量（Ene）、蛋白质（Pro）、脂肪（Fat）；

PQ 表示第 i 种食物的产量（t）；EP 表示食物可食用比例（%）；e 表示单位食物营养成分含量（kcal/g）。 

式中所使用的鱼类营养成分和可食用比例数据来自《中国食物成分表 2018 年(标准版)第 6 版》

[22]。需要指出的是，食物成分表只提供了常见的鱼类营养成分。考虑到月亮泡的主要鱼类品种为草

鱼、鲢、鳙、黄颡鱼等，因此我们主要采用这几种常见鱼类品种的营养成分来计算月亮泡的鱼产力所

产生的营养量（补充材料表 1）。在这些鱼类品种中，草鱼和鲢鱼以浮游植物为饵料生物，因此浮游

植物提供的鱼产力主要转化为草鱼和鲢鱼。鳙鱼主要摄食浮游动物以及有机碎屑等，水域浮游动物

提供的鱼产力和一部分有机碎屑和腐殖质等（按 50％计算）鱼产力转化为鳙鱼鱼产力，因此假设浮

游动物和一半的有机碎屑和腐殖质提供的鱼产力全部转化为鳙鱼的鱼产力。有机碎屑、腐殖质和细

菌等提供的剩余鱼产力转化为杂食性鱼类（如黄颡鱼）的鱼产力。鲫鱼以底栖生物为饵料，底栖生物

提供的鱼产力转化为鲫鱼。  

蛋白质是动物生长发育、繁殖和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必需营养素。自古以来，鱼类就是人

类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人类膳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关键来源。因此，

本文基于月亮泡鱼类所提供的蛋白质含量，估算其渔业资源所能支撑的最低人口容量。按照中国食

物营养标准，人均日蛋白质需求量设定为 57 g。同时，假设该地区人类所需的蛋白质全部依赖鱼类

供给，以此计算全新世以来，月亮泡渔业资源转化的蛋白质所能承受的最低人口容量。 

2.3 史前人口规模估算  

为评估渔业资源供给能力与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基于面积-密度指数的标准化方法对

月亮泡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进行估算 [23]。该方法源于聚落考古学研究中的“面积-密度”指数，

其核心在于通过聚落总面积与单位面积陶片密度的乘积构建人口指数，并进一步结合各考古时期的

持续时间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反映每百年的人口相对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已有考古发掘数据所

推导的陶片密度与人口数量之间的经验换算比例（每百年单位指数对应 500~1000 人），将人口指数

转换为绝对人口估值，从而获得更为可比和可控的跨时期人口估算结果。其中，月亮泡地区不同时

期聚落面积与陶片密度数据，来源于该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实地采集与统计结果（补充材料表 2 和

表 3）；考古时期的持续时间则基于文献与分期框架进行推定与量化[18]。 

3 月亮泡全新世以来的水文条件和鱼产力变化  

3.1 月亮泡全新世以来的水文条件重建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亮泡的年均水位和水域面积与该地区的年均降水量密切相关。年均降水

量与年均水位、年均水域面积、年均水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y=0.00486x+128（R2=0.99，P<0.05）、

y=561005.01x+1.05（R2=0.94，P<0.05）和 y=730556.66x-0.052（R2=0.94，P<0.05）（图 2）。 

基于 TraCE-21k 模拟的月亮泡地区全新世以来的年均降水量数据，分别代入回归方程以重建该

地区全新世以来水文条件变化。结果显示，月亮泡年均水位、年均水域面积以及年均水量变化范围

分别在 129.37-131.95 m、2.23×108-3.59×108 m2 以及 2.90×108-4.67×108 m3 之间波动（图 3）。其中最

小值与最大值出现时间均分别为 12.58 cal ka BP 和 8.91 cal ka BP。对比年均降水量、年均水位、年

均水域面积以及年均水量变化，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在末次冰消期晚段，即新仙

女木事件期间（13-11.7 cal ka BP），均为本文时段内的最低值，在 11.7-9 cal ka BP 逐渐增高，并在

9-7 cal ka BP 达到最高值，随后在 7-2 cal ka BP 逐渐降低，最后在 2 cal ka BP 以来再次逐渐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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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月亮泡 1991-2020 年年均降水量与年均水位（A）、年均水域面积（B）以及年均水量（C）之间回归关系  

Fig. 2 Regress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1991-2020) and the mean annual water level (A), 

mean yearly water area (B) and mean annual water volume (C) of the Lake Yueliangpao. 

 

 

图 3 TraCE-21k 模拟的月亮泡全新世以来的年均降水量及基于此计算得到的年均水位、年均水域面积及年均水量变化  

Fig.3 Annual precipitation, mean water level, mean water area, and mean water volume changes of the Lake Yueliangpao 

since 13 cal ka BP based on the TraCE-21k model 

3.2 月亮泡全新世以来的鱼产力重建  

根据鱼产力估算模型（表 1），月亮泡水域的总鱼产力为 144.39 kg/hm2。其中，浮游植物、浮游

动物、底栖生物及腐殖质\有机碎屑的贡献分别为 39.03 kg/hm2、60.05 kg/hm2、0.08 kg/hm2 和 41.23 

kg/hm2。为了检验估算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其与现代渔业数据进行了对比。按目前 17800 hm2 的有

效水域面积计算，水库的理论总鱼产力为 2570.42 t。按 50%的最大科学捕捞比例计算，其理论最大

可持续年产量应为 1285 t 左右。这一推算值与《大安年鉴》记载的 2015-2023 年实际年均渔获量（约

1163 t）非常接近，表明该计算公式适用于估算月亮泡的年均鱼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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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重建结果显示，全新世以来月亮泡的年均鱼产力在 1198.53-1928.55 t 之间波动，平均为

1564.62 t。具体而言，新石器时代早期（13~11 cal ka BP）产量最低，随后逐渐增加并在新石器时代

中期（9~5.5 cal ka BP）达到峰值。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 5.0 cal ka BP），鱼产力又呈波动下降趋

势，近百年才再次逐渐增高（图 4）。换算为人口承载力，全新世期间月亮泡的渔业资源理论上可支

撑 5705.47~9180.63 人，平均为 7448.17 人（图 4f）。 

对比人口承载力数据与区域考古记录（图 4g-i）可见，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基于渔业

资源计算的人口承载力数值持续高于基于聚落面积估算的人口规模（图 5）。动物骨骼记录显示，整

个新石器时代，鱼类与哺乳动物的骨骼数量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图 4g-h）。自青铜时代中期开始，

聚落面积扩张（图 4i），且基于面积估算的人口数量在数值上接近并超过基于渔业资源计算的人口

承载力（图 5）。与此同时，动物骨骼记录中鱼类骨骼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哺乳动物骨骼中存在家

养食草动物（图 4g-h）。至辽金时期，估算人口规模与渔业资源承载力之间的数值差距达到最大。 

表 1 月亮泡水域饵料生物提供的鱼产力  

Tab.1 Fish productivity provided by bait organisms in the Lake Yueliangpao 

饵料生物 
现存量 

（kg/hm2） 
P/B 

利用率

（%） 

饵料系

数 

鱼产力

（kg/hm2） 

浮游植物 156.10 50 40 80 39.03 

浮游动物 106.75 20 30 10 60.05 

底栖生物 0.55 3.5 25 6 0.08 

腐殖质、有机碎屑及

细菌等 

    
41.23 

总鱼产力     144.39 

4 讨论  

4.1 嫩江流域全新世以来的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演变  

TraCE-21 模拟结果显示，约 13.0~12.0 cal ka BP 期间，嫩江流域气候相对干旱，湖泊水位低，

渔业资源稀少（图 6g）。这一时间段与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吻合。东北地区多项

古环境记录均反映出干冷特征，如月亮湖的木本花粉的呈显著下降指示草原植被扩张（图 6e） [27]。

同时，四海龙湾的孢粉记录也表明湖区周围分布大量旱生型植物（如蒿属等），进一步支持了降水量

减少和气候干旱的结论（图 6e）[28]。驼峰岭水位的定量重建亦表明，YD 事件期间湖泊处于低水位

状态（图 6i）[29]。 

YD 事件结束后，早中全新世期间降水量开始回升，气候逐渐改善，并在约 9.0-7.0 cal ka BP 达

到全新世降水的最大期（图 6g）。该时期区域湿润化趋势已被多项古气候记录结果所证实，四海龙

湾孢粉定量重建显示降水增加了约 500 mm（图 6e）[28]。呼伦湖的木本花粉也呈增长趋势，表明该

时期木本植物扩张，降水量增加[30]（图 6b）。前六十四村的植硅体干湿指数在 8.0 cal ka BP 左右达

到最大（图 6f）[31]，以及驼峰岭水位在此后达到全新世高点（图 6i）[29]。降水变化与东亚夏季风强

度密切相关，反映出该区域对区域性季风气候的高度响应（图 6a）[32]。与此同时，该时期湖泊水位

的上升极大地促进了渔业资源的繁荣，考古证据也为此提供了佐证。约 10 cal ka BP 的双塔一期文化

层中，丰富的鱼骨遗存便揭示了当时湖泊生态系统已能支持规模可观的鱼类种群 [24]。 

值得注意的是，全新世早中期的整体湿润化趋势，被数次短暂的干冷事件所打断（图 6g）。其

中，约 8.5~8.0 cal ka BP 的降水量下降，可能是对全球 8.2 ka BP 冷事件的区域响应。该事件在四海

龙湾[28]（图 6e）、五大连池[33]（图 6d）和前六十四村 [31]（图 6f）的古气候记录中，均表现为一次

显著的干旱化趋势。此后，在约 5.5 cal ka BP，区域气候再次转干，降水下降，水位降低，大布苏湖

的硅藻 PCA1 得分下降也支持了这一趋势（图 6h）。尽管该时段气候趋于干旱、湖泊水位下降，但

在该时段的部分文化层中仍发现了多种鱼类的鱼骨遗存 [25]，表明湖泊中仍保有一定规模的鱼类种群。 

约 5.0 cal ka BP 之后，TraCE-21k 模拟结果显示，气候由湿转干，区域降水量明显下降，湖泊水

位随之降低（图 6g）。该趋势与东亚夏季风指数相似，推测降水量的减少可能与东亚夏季风提供的

水汽减少有关（图 6a）[32]。五大连池孢粉定量重建的降水记录也显示该时期降水量呈下降趋势（图 

6d）[33]。四海龙湾孢粉定量重建结果进一步表明，在 4.0 cal ka BP 之后，降水量持续下降，且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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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本文的模拟结果相似（图 6e）[28]。在水位变化方面，驼峰岭定量重建的水位结果显示该时期水

位逐渐下降（图 6i）[29]；松嫩平原的大布苏硅藻 PCA1 得分显示该阶段得分较低，进一步支持水位

较低的结论（图 6h）[34]。伴随着湖泊水位的下降，鱼产力亦出现下降。后套木嘎遗址出土资料显示，

该时期鱼类骨骼数量和占比均低于前期，表明湖泊中鱼类资源可能有所减少，这一结果也增强了本

研究重建的渔业资源的可靠性。 

 

图 4 全新世以来月亮泡年均鱼产力变化及区域考古记录。（a-e）月亮泡年均浮游植物提高的鱼产力、浮游动物提高

的鱼产力、底栖生物提供的鱼产力、有机碎屑和腐殖质等提供的鱼产力和总鱼产力变化；（ f）鱼产力提供的蛋白质

所能支撑的最低人口潜在容量；（g-h）鱼类和哺乳动物骨骼的最小个体数（仅新石器时代早期记录来自双塔遗址，

其余记录均来自后套木嘎遗址不同文化层） [2426]；（i）环月亮泡聚落面积变化 [9]。  

Fig.4 Changes in annual fish productivity at Lake Yueliangpao and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records since the Holocene. (a-e) 

Annual fish productivity at Lake Yueliangpao contributed by phytoplankton, zooplankton, benthic organisms, organic detritus 

and humus, and the total fish productivity; (f)Minimum potential population capacity supported by protein provided through 

fish productivity; (g-h) Minimum number of identified individuals (MNI) of fish and mammal bones;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 (MNI) of fish and mammal bones (Note: the early neolithic records are from the Shuangta site, while all 

remaining records are from various cultural layers of the Houtaomuga site).  (i) Changes in settlement area around Lake 

Yuelia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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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新世以来月亮泡年均鱼产力所能支撑的最低人口容量变化与估算人口规模    

Fig. 5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nimum population capacity supported by fish productivity and archaeological population 

estimates since the Holocene at Lake Yueliangpao 

 

图 6 全新世以来嫩江流域年均降水量记录及周边古水文条件重建记录对比。（a）东亚夏季风指数 [32]；（b）呼

伦湖木本花粉百分比 [30]；（c-d）四海龙湾和五大连池降水重建 [28][33]；（e）月亮湖木本花粉百分比 [27]；（f）前六十

四村干旱指数（Iph） [31]；（g）月亮泡降水量重建 [19]；（h）大布苏硅藻 PCA1 得分[34]；（i）驼峰岭 Paq 比值 [29]；图

中的星号代表关键气候事件，而阴影则代表全新世降水量最大期的时间区间。  

Fig.6 Holocene annual precipitation record in the Nenjiang River Basin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reconstructed 

paleohydrological records from surrounding regions. (a)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EASM) Index; (b) boreal pollen 

percentages from Lake Hulun; (c) Reconstructed precipitation from Lake Sihailongwan and Wudalianchi ; (e) Arboreal pollen 

percentages from Lake Moon; (f) Qianliucun Drought Index (Iph); (g) Reconstructed precipitation from Lake Yueliangpao 

(this study). (h) Dabusun Lake diatom PCA1 score; (i) Tuofengling Paq ratio; Asterisks in the figure represent key climate 

events, while shading indicates the period of the Holocene precipitation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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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以降水变化作为水位与渔业资源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已得到多项

古气候与水文重建结果的验证，但月亮泡地区在全新世期间经历的湖盆演化与河道改道过程仍需重

视。已有研究指出，嫩江自晚更新世以来发生过四次显著改道，而大安古河道亦在更新世末—全新

世中期形成并终止发育 [16]，这对月亮泡的湖盆范围、水体补给机制乃至生态系统格局均可能造成深

远影响。因此，本文重建的鱼产力变化趋势主要反映气候主导下的区域尺度生态响应，而湖泊实际

边界变动与微观地貌过程仍有待后续高分辨率地层、沉积学与生物指标研究加以限定。 

4.2 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对先民生存的影响 

史前人类的聚落分布往往与水源的可获得性、地形起伏度和水文变化密切相关。从月亮泡地区

的遗址分布情况来看，分布在南侧的遗址多靠近现有水域，而北侧的遗址则主要位于距离水域相对

较远的地方（图 7）。这种分布差异与该地区的地势特点密切相关。月亮泡周边南侧地势较高，不易

受到水淹影响，因此沿水域边缘分布（图 7），可以方便先民取水。相比之下，北侧地势则较低，涨

水季节水面上升，水面扩张会逐渐淹没北侧的近水低地。为保障安全，先民选择在距水域较远的安

全地带栖息。 

 

图 7 月亮泡周边新石器时代早期至辽金时期遗址分布及其水域范围变化（m a.s.l 指示平均水位对应的海拔高度）  

Fig.7 The distribution of sites and the change of water area from early Neolithic Age to Liaojin period around the Lake 

Yueliangpao (m a.s.l indicates the altitude corresponding to the mean water level)  

 

水文条件的变化对聚落的发展、人类活动以及生业模式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发现，在新

石器时代早中期，月亮泡地区湖泊规模扩大、水资源与渔业资源显著增加，与同期遗址数量增多、聚

落面积扩大的趋势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耦合关系（图 4）。此前，有研究在假设资源量相对恒定的前提

下，将该时期人类活动强度的上升归因于技术的提升。相比之下，本文认为，水资源与渔业资源的扩

张可能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推动了聚落扩张和人口聚居。此外，有学者认为，自双塔一期文化开始，

嫩江流域人群的生计方式和居住策略正由流动性向固定性转变，初步呈现定居化趋势 [9][35]。丰富而

稳定的自然资源被视为这一转变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通过对月亮泡地区渔业资源潜在供给能力的

量化研究显示，在保守模型设定下，该区域水体系统的鱼类年产量所提供的蛋白质总量，足以满足

当前考古记录推测的人口需求。我们认为这种定居生活的形成可能与充足的而稳定的渔业资源供给

密切相关。Yang 等（2024）对青藏高原玛布错遗址的研究中指出，水源稳定性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是支持高原早期人群逐步转向定居的关键生态因素。该类证据共同表明，在农业尚未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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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渔业资源可作为促进定居化进程的核心生计支撑 [6]。 

新石器时代晚期，月亮泡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聚落演变模式，即在区域水资源和鱼产力仍优

越的背景下，遗址数量显著减少，并呈现出向地势较高处集中的趋势。这一现象虽然在形式上与松

辽平原北部因气候恶化而出现的区域性衰退相似 [31]，但本文进一步分析表明，月亮泡地区优越的环

境，及并未下降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其背后的驱动力完全不同。考虑到嫩江流域历史上常有洪水泛

滥，我们推测该时期聚落的整合与迁移很可能与洪水事件有关。这一推断也得到了区域古环境记录

的有力支持。古水文记录显示，乌苏里江流域在此时段内洪水频发 [36]；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邻近的

大布苏湖，其水生生物指标记录了在 5.0-4.5 cal ka BP，存在一个强降水和高湖水位的湿润期[37]。因

此，新石器时代晚期嫩江流域频发的洪水事件，很可能是促使当地人群采取了向高地聚集的避险策

略。类似的响应模式在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史前文化中也得到验证[38]。 

进入青铜时代，月亮泡地区的人地关系演变除受环境影响外，社会内部动力的重要性也日益凸

显。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尽管区域水文和渔业资源呈下降趋势，聚落和人口规模反而显著增加。本文

揭示了其背后的驱动机制，自青铜时代中期（约 3.3 cal ka BP）起，持续的人口增长使得区域渔业资

源的承载压力日益凸显（图 5）。与此同时，考古证据显示，该时期遗址中出土的哺乳动物骨骼数量

相较于新石器时代有所下降。这表明通过狩猎获取的蛋白质来源正在减少。面对这一挑战，人群并

非被动地受环境制约，而是主动调整其生存策略。动物骨骼记录证实，自白金宝文化起，遗址中出现

家养食草动物（牛、羊、马），表明家畜饲养在维持人口增长与推动聚落扩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人群提供了更稳定、持续的肉食来源[14][15]。尽管如此，渔业资源依然是蛋白质的重要补充，本文

估算结果显示，该时期月亮泡的渔业资源蛋白质供给仍可支持约 7000 人，可从遗址中仍出土一定数

量的鱼骨和渔具中得到证实（图 4）。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最终走向以稻作农业和家猪饲养为特征的生业模式不同 [39]，嫩江流域的人地

关系演化呈现出独特的模式。本文揭示，月亮泡地区的先民在面对人口压力时，选择了发展以饲养

牛、羊为主的畜牧业，形成了渔捞、狩猎与动物饲养并举的复合型生业 [40]。尽管丰富的渔业资源可

能是两个区域早期定居的共同基础，但后期的策略分化根植于区域生态环境的差异。嫩江流域地处

湿地广布的温带草原区，为发展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

亚热带冲积平原，其水热条件则为稻作农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家猪饲养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本文清

晰地揭示了史前社会面对发展压力时的多样化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基于气候驱动下重建的水文条件与渔业资源动态，并通过鱼产力估算其可

支撑的潜在人口容量变化，为理解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史前社会如何在环境波动背景下调整生存策略

提供了定量依据。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有待深入探讨，以期未来进一步完善。首先，本文

构建的水文条件与渔业资源模型目前均仅以降水为主要驱动力，其估算结果未来需要通过月亮泡沉

积岩芯中的古生态指标（如总有机碳、浮游藻类、浮游和底栖动物等）进行直接验证，并进一步整合

温度、植被等多重因素以提升精度。第二，依据鱼产力估算的人口容量侧重于自然条件下渔业资源

的理论供潜力，未能充分考量史前时期渔具效率与捕捞组织等技术约束。第三，受限于现有动植物

考古资料的完备性，本研究未能将通过狩猎、采集等方式获取的其他重要资源，纳入与渔业资源同

等程度的量化分析中，以更全面地呈现多元生业体系下资源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采

用的“面积-密度法”本身也存在固有挑战，其关键参数引自地理相近但文化背景不同的赤峰地区，

可能存在偏差；且估算结果易受不同时期遗址信息保存状况差异的干扰（如辽金时期遗存保留较好），

可能导致对晚期人口的高估。因此，本文的估算结果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相对的人口波动趋势和渔业

资源承载力的理论上限，而非精确的史前人口绝对值。未来研究可通过建立区域专属参数、引入墓

葬等考古数据，并结合沉积记录中的粪生真菌孢子、孢粉以及粪甾醇化合物等多重指标进行交叉验

证，以期获得更精确的人口估算结果。 

 

5 结论  

嫩江流域水网密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为史前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水文条件和渔业资源对该地区先民的聚落发展、生业模式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

TraCE-21k 模型和大水面增养殖容量计算方法，定量重建了月亮泡全新世以来的水文条件和渔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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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变化，并系统分析了这些变化对不同时期先民生存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全新世以来，月亮泡地区水文环境经历了明显波动，水位与鱼产力整体呈先升后降趋势。

YD 事件期间（13.0~12.0 cal ka BP）气候干旱、资源贫乏；9.0~7.0 cal ka BP 期间，降水显著增加，

湖泊水位上升，渔业资源达到顶峰，为区域提供了优越的生态承载力。而在 5.0 cal ka BP 之后，随

着气候转干，水域萎缩、鱼产力下降，资源支撑能力趋于弱化。 

（2）史前人类的聚落分布与水源可获得性、地形起伏和水文变化密切相关。月亮泡地区遗址分

布呈现的南北差异，反映了先民在聚落选址上，依据地势高低和水文条件，采取了临水而居与规避

洪涝灾害并行的适应性策略。 

（3）水文环境变化显著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策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13-5.5 cal ka BP），水资

源与渔业资源的增加促进了聚落发展和人口增长，推动了早期定居生活的形成；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频繁的洪涝灾害导致聚落整体衰落，仅少数位于高地的遗址得以延续。青铜时代起，尽管渔业资源

在生业模式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持续发挥着补充作用。  

综上，水文环境变化通过调节资源禀赋与风险水平，深刻影响了人群的选址模式与生存策略。

面对动态变化的水文条件，先民持续调整其适应方式，展现出聚落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高度响应能力。

本文的定量分析为识别水文条件如何具体影响聚落分布与生业策略演变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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